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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部分稳健性分析
[bookmark: _Toc160282109]1.克服样本选择问题
在强制性清洁生产政策审核下，由于“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一些“双超”“双有”企业为规避环境规制而选择迁移，或者调整业务发展其他行业关联业务（Li et al.,2021），企业迁移和行业更换下的样本选择问题会造成估计偏误。本文基准模型已对四位数行业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除此之外，考虑到存在两位数行业代码调整的情况[footnoteRef:0]，表I1中，列（1）和列（2）还控制了两位数行业固定效应。考虑到企业迁移往往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为排除企业迁移因素影响，列（3）和列（4）仅保留政策冲击前后3期窗口样本，即τ∈[-3,3]。进一步，列（5）和列（6）剔除了样本期间两位数及四位数行业代码发生变更的企业样本。最终结果显示，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系数均显著为负，结论稳健。  [0: 据笔者统计，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大约13%左右的企业两位数代码进行了调整，如岳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元电子技术有限公司2012年行业大类代码从36变更为41；笔者进一步根据国泰安（CSMAR）数据库，对200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行业代码调整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行业代码A到S共19个大类行业，有15.34%（606家）的上市公司曾经更换过行业。] 


[bookmark: _Toc160282110]2.确保政策随机外生
[bookmark: _Hlk86697212]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可能并非严格外生，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象是“双超”“双有”和高耗能企业，一些关乎企业污染与碳排放的能耗、经济和技术指标可能会影响企业受到清洁生产标准规制情况，导致估计偏误。因此，借鉴Lu et al.(2017)的做法，进一步在模型中控制可能影响清洁生产政策制定者对清洁生产标准产业选择的因素。根据清洁生产促进法及有关清洁生产审核规定，提取了可能影响清洁生产政策实施的有关前定变量，包括政策最早冲击年份前一年（2002年）四位数行业特征变量：行业工资水平、行业资产份额、行业污水排放、行业粉尘排放、行业就业份额等。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变量对其回归，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与行业污水排放、行业粉尘排放、行业工资水平和行业资产份额显著有关。因此，影响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前定变量Z2002应包括行业粉尘排放lncic_soot2002、行业污水排放lncic_COD2002、行业工资水平lncic_wage 2002、行业资产份额lncic_k 2002，进而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Z2002与年份的交叉项。表I1中，列（7）和列（8）报告了回归结果，发现减污降碳效应同样显著，但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
表I1 克服样本选择问题及确保政策随机外生
	
	(1)
	(2)
	(3)
	(4)
	(5)
	(6)
	(7)
	(8)

	
	lnSO2
	lnCO2
	lnSO2
	lnCO2
	lnSO2
	lnCO2
	lnSO2
	lnCO2

	cps
	-0.169***
	-0.055***
	-0.210***
	-0.053**
	-0.127***
	-0.076**
	-0.122***
	-0.042**

	
	(0.031)
	(0.020)
	(0.029)
	(0.021)
	(0.049)
	(0.032)
	(0.033)
	(0.021)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行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Observations
	328,644
	394,487
	285,864
	349,080
	173,357
	203,655
	312,956
	371,653

	R-squared
	0.855
	0.878
	0.861
	0.876
	0.882
	0.902
	0.856
	0.879


注：列（1）和列（2）控制了两位数和四位数行业固定效应，列（3）和列（4）进一步将样本限定在前后三期窗口样本，列（5）和列（6）则剔除了两位数及四位数行业代码发生变更的企业样本。
[bookmark: _Toc160282111]3.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除生态环境部历年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之外，其他环境治理政策也可能对结果的稳健性造成影响。同本文方法设定，研究进一步采用了多时点DID方法对同时期其他有关外生政策冲击进行了设定，工作量巨大但尤为必要。①“十一五”落后产能淘汰政策。2005年，“十一五”规划改变了以往浓度控制的思路，转而采取总量减排的规制思路，明确提出在“十一五”期末全国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10%，并强调将总量目标实现纳入官员绩效考核。本文在对年份固定效应进行控制的基础上，需要从更具体行业层面排除“十一五”期间落后生产能力淘汰政策影响。分析可知，这一政策在2007年涉及四位数行业有炼钢炼铁（3220）和电解铝（3316），2008年涉及行业有造纸行业（2210）和味精制造业（1461）等。基于多时点DID政策设定方法构造“十一五”期间落后产能淘汰政策变量eli_policy。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落实中国气候行动目标以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2010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陆续启动了两批试点省市。第一批试点自2010年开始实施，包括广东、辽宁、湖北、陕西等省份与天津、重庆、深圳、厦门等城市（共包含82个城市），第二批试点自2013年开始实施，包括海南省及其他28个城市（共包含33个城市）。由于本文研究样本截至2012年，因此仅考虑第一批试点政策冲击的影响，构造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变量lc_policy。③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2007年，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浙江、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和陕西11个省份开展排污权交易制度试点。虽然2002年也进行了排污权交易的“4+3+1”计划，但交易活跃度较低、效果不显著（齐绍洲等，2018）。鉴于此，研究重点构造了2007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rt_policy。④区域及流域限批政策。为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国务院印发《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号），出台了区域限批政策、流域限批政策[footnoteRef:1]，可能将通过限制了新企业的进入以及对被限批的地区实施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的方式，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与碳减排行为。综上，表I2中，列（1）和列（2）对前三个政策进行联合控制，列（3）和列（4）进一步剔除了区域及流域限批的地区样本。 [1: 区域限批，是指如果一家企业或一个地区出现严重环保违规的事件，环保部门有权暂停这一企业或这一地区所有新建项目的审批，直至该企业或该地区完成整改。流域限批是指某个河流流域限制新的污染企业数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7年实施区域限批的地区是：河北唐山市、山西吕梁市、贵州六盘水市、山东莱芜市。实施流域限批的地区包括：长江安徽段的巢湖市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流域的甘肃白银市与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西渭南市、山西河津市（县级）与襄汾县，淮河流域的河南周口市、安徽蚌埠市，海河流域的河北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南濮阳经济开发区、山东莘县工业园区。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2007年实施区域限批的地区包括：四川泸州市（2006年12月16日），河北晋州市、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无极县、深泽县与枣强大营镇皮毛工业区，河南新乡市、通许县，上海浦东新区川沙功能区，北京昌平区，山西尧都区、襄汾县、蒲县、霍州市、侯马市、长治郊区、潞城市、襄垣县、闻喜县、新绛县、河津市、柳林县、交口县、孝义市和汾阳市，辽宁辽阳县，广东清远市清城区、茂名市茂南区，陕西韩城市。] 

表I2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1)
	(2)
	(3)
	(4)

	
	lnSO2
	lnCO2
	lnSO2
	lnCO2

	cps
	-0.193***
	-0.059***
	-0.205***
	-0.060***

	
	(0.032)
	(0.021)
	(0.033)
	(0.022)

	其他干扰政策
	有
	有
	有
	有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行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Observations
	317,796
	379,607
	307,881
	368,531

	R-squared
	0.856
	0.879
	0.856
	0.878


注：由于控制了城市-年份固定效应，地区性试点政策变量在回归时均被吸收。
[bookmark: _Toc160282112]
4.政策设定调整
清洁生产标准通常在当年较晚月份生效，若将当年年份设定为政策冲击时间，可能造成政策效果估计偏误。鉴于此，受政策冲击当年之后的样本同基准模型设定为1，根据政策实施的具体月份X，参照Lu et al.(2017)的研究，将政策冲击当年定义为（12-X+1）/12（比如，标准1月份出台则设定为1,6月出台则设定为0.5，进而得到新的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变量cps_new,这一设定有助于提高政策效果估计精度。表I3中，列（1）和列（2）发现，新设定政策变量的减污降碳效应同样显著，结论稳健。

[bookmark: _Toc160282113]5.控制行业因素影响
为排除行业层面因素影响，表I3中，列（3）至列（4）进一步控制了行业控制变量包括行业技术进步、三位数行业关税、产业政策以及行业集中度等。其中，行业技术进步ML，采用行业TFP变动表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和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以及利用MaxDEA6.0软件测算；行业集中度HHI，采用经典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表示；行业关税Tariff，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ITS 数据库报告的三位数行业关税税率数据；产业政策IP，参照杨继东和罗宝路（2018）方法，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文件为基础，利用文本分析法对“十一五”规划中的产业支持内容进行分析，若中央或省区明确提及某一行业发展，则该行业产业政策IP取1，反之则取0。结果显示，排除了其他行业因素对政策的干扰后结论依旧稳健。
表I3 政策设定调整与控制行业因素
	
	(1)
	(2)
	（3）
	（4）

	
	lnSO2
	lnCO2
	lnSO2
	lnCO2

	cps
	
	
	-0.149***
	-0.036*

	
	
	
	(0.033)
	(0.020)

	cps_new
	-0.205***
	-0.072***
	
	

	
	(0.035)
	(0.023)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行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Observations
	317,796
	379,607
	283,973
	339,778

	R-squared
	0.856
	0.879
	0.858
	0.879


注：列（1）和列（2）控制了cps01。

[bookmark: _Toc160282114]6.考虑企业电耗间接碳排放的估计
[bookmark: _Hlk111996021]鉴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的能耗数据均不含电力消耗指标，笔者进一步获得了2008—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footnoteRef:2]，这一数据库不仅报告了企业当年电力、煤炭以及石油的分类消耗量，而且被调查的企业既包含大中型制造业企业，也包含小规模服务业企业和部分个体经营者，拓展了工业企业数据库规上企业范围（范子英和王倩，2019）。关于各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笔者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公布的标准煤折算系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估算方法及参数选择》换算系数进行计算。最终，计算了企业直接碳排放量取对数lnCO2[footnoteRef:3]和企业电耗间接碳排放量取对数lnCO2_jj。并按本文的多时点DID方法重新设定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变量cps进行实证检验。 [2: 该调查是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组织实施，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企业，由各地财税机关负责具体的数据调查工作并确保调查质量，大大提高了填报信息的准确性。每年调查样本大概覆盖 70 万家企业，由重点调查和抽样调查组成，其中 80%是重点调查企业，包括重点税源企业、出口企业等，分层抽样调查企业占 20%。另外,关于忽略2003年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样本的担忧，考虑到清洁生产标准大都是在2006年及之后年份实施的，这一时间窗口因素对清洁生产政策生效的总体影响有限。]  [3:  需要说明的是，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中的能源指标不含天然气。] 

[bookmark: _Hlk112085806]表I4报告了考虑企业电耗间接碳排放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一方面，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直接与间接碳减排效应，发现显著降低了企业直接碳排放，但对间接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列（3）至列（6）报告了基于全国税调库、工企库和工企污染库的匹配数据库的稳健性估计结果，列（3）和列（4）显示，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SO2排放和直接碳排放lnCO2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表现出显著的减污降碳（直接碳排放）协同效应。与基准结果相比，此处的减污效应更显著，体现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长期效应。列（5）中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间接碳排放lnCO2_jj的影响不显著，综合列（3）和列（5）可知，清洁生产政策未表现显著的减污降碳（间接碳排放）协同效应。原因在于，SO2与CO2排放同根同源于化石能源燃烧，而且SO2排放与电耗也无直接关联，导致SO2和间接碳排放协同减排效应不明显。除了间接碳排放总量视角，列（6）还构造了间接碳排放强度指标ln(CO2_jj/y)，并以之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间接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也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清洁生产强制性审核的执行以及工业终端用能电气化不足等因素有关。

表I4  考虑企业电耗间接碳排放
	
	(1)
	(2)
	（3）
	（4）
	（5）
	（6）

	
	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
(2008-2011)
	全国税调库、工企库、工企污染库和匹配库
(2008-2011)

	
	lnCO2
	lnCO2_jj
	lnSO2
	lnCO2
	lnCO2_jj
	ln (CO2_jj/y)

	cps
	-0.105**
	0.027
	-0.332***
	-0.061***
	-0.152
	0.032

	
	(0.051)
	(0.034)
	(0.096)
	(0.018)
	(0.174)
	(0.021)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行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Observations
	790,959
	984,880
	63,807
	87,471
	81,905
	81,905

	R-squared
	0.756
	0.704
	0.964
	0.926
	0.770
	0.952


[bookmark: _Toc160282115][bookmark: _Toc160281482]












附录II 异质性分析
[bookmark: _Toc160281483][bookmark: _Toc160282116]1.非对称政策效果
表II1报告了非对称政策效果。不同污染排放水平的企业承担的环境治理责任不同，受到的环境规制要求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环境规制的反应行为也有所不同（于亚卓等，2021）。为此，首先构造前定行业污染属性变量，通过计算政策实施前一年四位数行业污染排放强度水平，采用行业SO2排放量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另外，根据中位数设定污染行业哑变量(pollution50)，进而构造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与污染行业属性交叉项cpsit×pollution50it,，其系数是关注焦点。列（1）和列（2）报告了估计结果，发现高污染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二是除设定行业污染水平哑变量之外，基于广义DID方法（Nunn and Qian,2011），直接构造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变量与企业SO2排放强度交叉项cps×lnso2den进行验证。列（3）和列（4）中，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同样表明高污染企业减污降碳效应更显著。
表II1 非对称政策效果
	
	lnSO2
	lnCO2
	lnSO2
	lnCO2

	
	(1)
	(2)
	（3）
	（4）

	cps×pollution50
	-0.121***
	-0.077**
	-0.144***
	-0.093***

	
	(0.045)
	(0.032)
	(0.045)
	(0.018)

	cps×lnso2den
	
	
	-0.160***
	-0.117***

	
	
	
	(0.042)
	(0.017)

	cps
	-0.040
	0.012
	0.121***
	0.044***

	
	(0.038)
	(0.027)
	(0.029)
	(0.016)

	pollution50
	-0.013
	0.078***
	
	

	
	(0.021)
	(0.014)
	
	

	lnso2den
	
	
	1.903***
	0.585***

	
	
	
	(0.020)
	(0.007)

	Observations
	312,966
	371,658
	317,830
	317,685

	R-squared
	0.855
	0.878
	0.881
	0.888



[bookmark: _Toc160282117][bookmark: _Toc160281484]2.行业异质性
表II2报告了行业异质性估计结果。本文关注的核心是系数β1和α1，存在四种情况（情形I：β1＞0，α1＞0；情形II：β1＜0，α1＞0；情形III：β1＜0，α1＜0；情形IV：β1＞0，α1＜0）。符合情形I的二位数行业为19、25、28和33，减污和降碳效应都不存在。符合情形II的行业有15、26、34、40，仅行业15降碳效应显著。符合情形III的行业有13、14、16、20、22、31、32和39，实现了减污降碳协同控制，但显著性有差异。符合情形IV的有行业17和36，仅行业17降碳效应显著。综上可知，生态环境部出台实施的清洁生产标准效果突出，促进了大多数行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控制，以及促进部分行业实现减污或降碳，仅有少数行业减污降碳效应都不存在。这一结论为推动重点行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提供了政策指引，需加强对情形I中有关行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力度，完善“一行一策”。其他情形中，应适时推进四位数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扩围，推进探索清洁生产审核分类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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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2 行业异质性
	Panel A

	变量/行业
	(1)
	(2)
	(3)
	(4)
	(5)
	(6)
	(7)
	(8)
	(9)
	(11)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13
	14
	15
	16
	17
	19
	20
	22
	25
	26
	28
	31
	32
	33
	34
	36
	39
	40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lnSO2

	cps
	-0.166*
	-0.314***
	0.062
	-0.670***
	-0.268***
	0.166
	-0.414**
	-0.187
	0.765***
	0.031
	0.287
	-0.426***
	-0.033
	0.371***
	0.119
	-0.329
	-0.352
	0.023

	
	(0.095)
	(0.117)
	(0.076)
	(0.230)
	(0.051)
	(0.123)
	(0.208)
	(0.195)
	(0.179)
	(0.068)
	(0.211)
	(0.049)
	(0.073)
	(0.115)
	(0.168)
	(0.705)
	(0.415)
	(0.260)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Observations
	256,886
	252,476
	251,872
	250,729
	260,129
	252,241
	251,163
	250,286
	255,003
	260,262
	251,141
	281,760
	251,751
	250,647
	250,161
	249,894
	249,933
	250,005

	R-squared
	0.857
	0.858
	0.858
	0.858
	0.857
	0.858
	0.858
	0.858
	0.858
	0.858
	0.858
	0.856
	0.858
	0.858
	0.858
	0.858
	0.858
	0.858


Panel B
	变量/行业
	(1)
	(2)
	(3)
	(4)
	(5)
	(6)
	(7)
	(8)
	(9)
	(11)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13
	14
	15
	16
	17
	19
	20
	22
	25
	26
	28
	31
	32
	33
	34
	36
	39
	40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cps
	-0.033
	-0.146**
	-0.143**
	-0.125
	0.043
	0.092
	-0.400**
	-0.178*
	0.011
	-0.070
	0.101
	-0.118***
	-0.104**
	0.123
	-0.065
	1.937
	-1.612***
	-0.091

	
	(0.058)
	(0.071)
	(0.058)
	(0.256)
	(0.037)
	(0.085)
	(0.159)
	(0.106)
	(0.079)
	(0.046)
	(0.123)
	(0.031)
	(0.041)
	(0.077)
	(0.071)
	(1.317)
	(0.253)
	(0.084)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年份固定
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Observations
	314,567
	309,819
	309,422
	307,869
	318,073
	309,636
	308,457
	307,413
	312,296
	318,481
	308,435
	341,905
	309,400
	307,881
	307,551
	306,994
	307,109
	307,460

	R-squared
	0.867
	0.868
	0.868
	0.868
	0.867
	0.868
	0.868
	0.869
	0.873
	0.871
	0.869
	0.873
	0.869
	0.868
	0.868
	0.868
	0.868
	0.869


注：表头中数字是指政策影响的两位数行业及四位数具体行业，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13（1331、1340、1391）、食品制造业14（1440、1461）、饮料制造业15（1522、1521、1524）、烟草制造业16（1610、1620、1690）、纺织业17（1712）、皮革毛衣羽毛及其制造业19（1910）、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0（2022）、造纸及纸制品业22（221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5（2511、252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2621、2614、2612）、化学纤维制造业28（2829）、橡胶制造业29（292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1（3130、315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2（3210、3220、3230、3240）、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3316）、金属制品业34（3460）、专用设备制造业36（3652）、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39（3940、396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0（4062）。回归时，为估计各行业减污降碳净效应、排除其他政策冲击样本干扰，仅保留政策冲击四位数行业及从未受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影响的样本。为简化分析，未对四位数行业进行逐个讨论及控制四位数行业固定效应。行业29估计结果被系统自动删除。

[bookmark: _Toc160281485][bookmark: _Toc160282118]3.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表II3报告了政策效果及有效机制的所有制差异。列（1）和列（2）结果表明，减污和降碳效应在国企和非国企之间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列（3）至列（9）中，在源头预防（lnSO2_production、lncoal_den）和末端治理（dispose_rate）机制检验中，交互项cps×soe系数均不显著，机制作用未呈现出显著的所有制差异。而在过程控制（three_total、entry、exit、dshare）机制中，除能源效率机制(lncoal_den)外，交互项cps×soe系数均较为显著，这表明，与非国企相比，国企的波特效应和进入效应更强、但退出效应更弱，国企具有所有制优势，使得其能够获得更多的优惠信贷资源支持，促进扩大绿色技术投资，波特效应更显著，另外，国企在地方“父爱主义”偏袒下，即便成为僵尸企业也难以直接退出市场（聂辉华等，2016）。此外还发现，清洁生产政策使得国企市场份额相对于非国企发生了“此消彼长”的特征，促进资源要素从国企流向机制更活、效率更高的非国有企业，有助于消除市场资源错配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表II3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lnSO2
	lnCO2
	lnSO2_production
	lncoal_den
	three_total
	entry
	exit
	dshare
	dispose_rate

	
	(1)
	(2)
	(3)
	(4)
	(5)
	(6)
	(7)
	(8)
	(9)

	cps×soe
	0.070
	-0.060
	0.074
	0.008
	0.311***
	0.030***
	-0.012*
	-0.002**
	0.022

	
	(0.069)
	(0.040)
	(0.088)
	(0.009)
	(0.118)
	(0.006)
	(0.007)
	(0.001)
	(0.019)

	cps
	-0.176***
	-0.060***
	-0.161***
	-0.039***
	0.174***
	-0.025***
	0.010***
	0.000
	0.024***

	
	(0.031)
	(0.016)
	(0.042)
	(0.003)
	(0.052)
	(0.003)
	(0.003)
	(0.000)
	(0.004)

	soe
	0.073***
	0.021
	0.068**
	-0.003
	-0.013***
	0.015***
	-0.001***
	0.027**
	0.073***

	
	(0.028)
	(0.014)
	(0.031)
	(0.003)
	(0.002)
	(0.003)
	(0.000)
	(0.011)
	(0.028)

	Observations
	328,647
	394,528
	261,741
	394,676
	324,038
	394,803
	394,600
	394,803
	52,022

	R-squared
	0.855
	0.875
	0.855
	0.705
	0.166
	0.367
	0.342
	0.658
	0.925


注：列（5）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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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4报告了政策效果和有效机制的企业规模差异。列（1）和列（2）结果表明，规模较大企业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更突出，但减污效应差异未通过显著检验。列（3）至列（9）中，在末端治理环节（dispose_rate），交互项cps×scale系数不显著，不同规模企业的SO2处理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在源头预防（lncoal_den）和过程控制环节（entry、exit、dshare），交互项系数显著，大规模企业表现出更强的能源效率提升效应、更强的企业进入效应、更弱的企业退出效应，且资源要素显著流向规模较小的企业、资源再配置效应显著。对于以上结论的解释是，工业企业能源使用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才能负担得起固定成本较高的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具有通过废热回收提高能源效率的能力（陈钊和陈乔伊，2019），也有研究指出，由于规模效应和合规成本异质性的存在，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提高了规模较大企业利润（龙小宁和万威，2017），这可能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强环境治理。另外，规模较大的企业实力雄厚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青睐，更容易进入市场，而且作为纳税大户也不容易退出市场。受环境规制政策影响，规模较小企业对合规成本更加敏感，存在更强的政策执行激励，并因此配置了更多污染治理资源。
表II4 企业规模异质性
	 
	lnSO2
	lnCO2
	lnSO2_production
	lncoal_den
	three_total
	entry
	exit
	dshare
	dispose_rate

	
	(1)
	(2)
	(3)
	(4)
	(5)
	(6)
	(7)
	(8)
	(9)

	cps×scale
	-0.039
	-0.045**
	-0.014
	-0.032***
	0.017
	0.033***
	-0.039***
	-0.001***
	0.009

	
	(0.037)
	(0.022)
	(0.051)
	(0.004)
	(0.033)
	(0.003)
	(0.004)
	(0.000)
	(0.009)

	cps
	-0.149***
	-0.042**
	-0.153***
	-0.021***
	-0.090
	-0.039***
	0.030***
	0.000**
	0.036***

	
	(0.036)
	(0.019)
	(0.050)
	(0.003)
	(0.210)
	(0.003)
	(0.004)
	(0.000)
	(0.007)

	scale
	0.023
	0.031***
	0.039*
	0.001
	0.251***
	-0.006***
	0.001
	-0.001***
	-0.009

	
	(0.019)
	(0.011)
	(0.024)
	(0.002)
	(0.003)
	(0.002)
	(0.002)
	(0.000)
	(0.013)

	Observations
	328,647
	394,528
	261,858
	394,676
	324,038
	394,803
	394,600
	394,803
	52,022

	R-squared
	0.855
	0.875
	0.846
	0.705
	0.169
	0.367
	0.342
	0.658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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